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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

王 日根

    【内容摘要〕本文从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明代海防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在明代初期，官方海

防建设成绩显著，有效地保持了东南海疆的安全，俊寇、海盗尽管有所活动，但没有构成大祸。到明代中

叶，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制度、军事设施度坏，军队战斗力下降，国内外反政府势力纷纷聚集，形成了敌强

我弱的格局，杭侨斗争历经艰辛和曲折，狼兵等各类客兵的调入不但收效不大，反而构祸于当地。明中

后期改用葬兵制度，再加上实现了官民海防力量的结合，甚至“化敌为友”，海上盗寇才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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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防是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在沿海地区布置

的防务。海防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海防形

势，包括所防御的敌人的实力、防御设施、防御

策略和防御兵力状况等。本文主要想从敌我力

量对比角度考察明代东南海防的效果。

一、明代初期我强敌弱与东南沿海局势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首先关注的必然是王朝

根基的稳定。建国之初，国内政局尚乱，经济凋

敝，北边元的残余势力仍在活动，南方朱元璋的

反对力量如张士诚、陈友谅残部退遁至海上，日

本浪人又经常骚扰沿海地区。纷乱的头绪确实

令朱元璋左支右突，有些力不从心。在东南海

上，他一方面积极加强海防建设，另一方面则采

取消极的海禁政策，以阻绝内外勾结的通道。

军卫制度是明初军事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除

中央设立前、后、中、左、右5军都督府作为最高

军事机关外。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

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都使之下的府、县二级

遍设卫所，一县设所，一府设卫，大约5600人为

卫，下分千户所(每所 1120人)，百户所(每所

110人)。在沿海地区加强海防力量，划分鸭绿

江、辽东、山东、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为七个海防区。洪武十九年(1386)，命信国公

汤和“往浙西沿海筑城，籍兵戍守，以防楼

寇。”①汤和至浙江后，筑城59座，选丁壮58750

余人分守各地。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

德兴先在福建濒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

府城筑城 16座，增设巡检司45个，并选丁壮

15000人分隶各卫所②。在福建沿海督造了烽

火门、南日、铜山、小埋等5座水寨。水寨“各为

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各自为战，贼众则合力

以攻。”仅语屿水寨就有兵丁2898人，由一名把

总统领。另外还收编了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兵

勇③。还籍民为兵，如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

靖海侯吴祯将兰秀山无田粮之民111700余人

编配各卫所为军④，十五年(1382)三月，命南雄

侯赵庸将广州附近各岛无定居的iff户万人，编

为水军。分隶各卫所。二十年(1387)四月，周

德兴修筑城寨时，采用民户三丁取一的方式，集

15000余人为沿海卫所的戍守兵员⑤。同时根

据需要自洪武七年起从各卫所抽调力量组成巡

海水军，吴祯为总兵官，统领广洋、江阴、横海水

军，并节制各卫驻军，每年春天派舟师出海巡

逻，分路防楼，秋天还归各卫所⑥，做到了统一

指挥与分海守备相结合，机动巡剿与近岸歼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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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为了能使水师出海巡剿，洪武朝还多

次增造战船，洪武三年(1370)建立的七卫水军，

每卫自己备战船50艘，平时派350名军士缮理

保养，若遇战事，则“益兵操之”⑦。洪武五年

(1372)由于楼患加剧，“官军逐捕往往乏舟，不

能追击”，朝廷遂命浙江、福建濒海九卫增海舟

660艘，以御楼寇⑧，从而形成了较坚固的海上

防线。但早在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却“闻福

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他

意识到海内外贸易往往会变成内外勾结的孔

道，于是于洪武七年(1374)9月下令“罢福建泉

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

年(1381)再下谕:“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同年冬，以《皇明世法》重申了“私出外境及违下

海”令: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

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

之人减一百，货物船东并人官，⋯⋯若将人口、

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军情者斩;其与

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

犯人同罪。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

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

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

卖，潜同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响导劫掠良民者，

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号斩，仍泉首示众，全家发

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

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

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

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

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贩货物

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

边卫充军，香货并没人官。，，@
    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诏户部申严交

通外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

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

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以故严禁之，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舶交易者治以罪。”⑩

    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由下令“禁民间

用番香、番货”，“海外诸番多诈，绝其往来⋯⋯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

货皆不许贩育⋯⋯违者罪之。”0

    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朱元璋再次“申禁

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到洪武末，就仅

有毗连的安南、占城、逼罗、真腊、大琉球五国

“朝贡如故”了。

    从一次又一次的禁令中，我们不难体会到

“禁而不止”的现象依然存在，建文四年(1402),

朱棣人京嗣位后就坦言:“沿海军民人等，近年

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他希望所司能

认真执行洪武以来的禁令。

    但贸易互市的要求是客观存在的，贸易中

存在的巨大利润时刻叩击着沿海军民的心扉，

冒禁下海者不绝。沿海司所官兵往往也网开一

面，以饱私囊。

    成祖朱棣凭借着日益增强的国力，力图以

官方的贸易挤掉民间的走私贸易。永乐元年

(1403)，他恢复了泉州、广州、宁波市舶司并设

立三省市舶提举司，置骚馆。永乐二年(1404),

他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

船，所在有司防其出人。”。着手派遣郑和下西

洋。郑和船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有两个

目的:一是向海上反动势力示威，一是向潜匿西

洋各国的反动势力示威，手段是两面的，既有

剿，也有抚，其船队装备了先进的军事设施，也

带去了大量官手工业精致的产品，我们不妨把

郑和下西洋看成是明朝海防由沿岸的卫所展向

海上示威的转变之表现。

    无论郑和有多大的船队，“通番之禁”仍难

收到很好的效果，船队航行过后照样留下无限

的空隙，且官方船队“厚往薄来”的交易方式渐

渐拖垮了官手工业。到宣德八年便宣布结束下

西洋之举，重新回到陆地的消极防御上来。当

年(1433)及正统十四年(1449)和景泰三年

(1452)都曾重申海禁令，景泰四年(1453),漳州

知府谢迁见管区内的违式巨舶全行拆毁，既而

多布官兵，捕捉“泛海通番”者，由此商家倾家荡

产，佣者束手断餐。海疆的安宁在严厉的收缩

中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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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中期敌我力量变化与楼患

    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为了牟取巨大商业利

益。沿海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私造违式大船”，

有的避开官防，偷偷地出海走私，有的买通官员

守将，在他们的庇护下走私;有的假冒朝廷的官

吏，打着官府的旗号出海;有的巧立下海名目，

竟走远夷;还有的结伙走私，组成武装走私集团

⋯⋯在走私失败的情况下，往往转而劫掠，由商

转而为盗。于是商盗的界限往往被模糊。合法

的商人一旦转化为非法的盗，就会变成政府的

对抗力量。走私队伍的扩大使明王朝海防的敌

人阵营进一步壮大起来。

    闽南的龙溪、漳浦沿海，海岸曲折，内陆交

通不便，官军驻屯少，“官司远离，威令不到”，因

而逐渐成为海民走私交易的集散地。位于九龙

江口的海澄月港逐渐车船云集，人流遮道。在

成化、弘治年间(1465- 1505)，月港就有“小

苏杭”的盛称。正德年间(1506- 1521)漳州

“豪民私造巨舶，扬贩他国以与夷市。”此时的月

港、海抢、语屿、梅岭一带开始成为闻名全国的

走私活动中心。外国商人为逃避明政府的驱逐

或重税，都集中到漳州沿海来通商。当时葡萄

牙人居留漳州的就达五百人之多。在闽粤交界

的南澳“五六年来因浙直攻楼之严，楼舶无所

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则奔广东;广东捕

急，则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

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

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为了制止这种规模空前的走私活动，明王

朝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嘉靖三年(1524)四月规

定:凡“私代番收买禁物者”或“揽造违式海船私

鸯番夷者”都要重罚。。第二年重申:“查海防有

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

戍边卫。”嘉靖十二年(1533)九月又规定“一切

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

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嘉靖二十六年(1547),

浙江巡抚朱纵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时，改变了

过去浙闽两省“统并不相上下，意复抵挡”。、

“两省官僚不相统摄，制御之法终难画一”。的
    ·30

状况，厉行海禁，增加军力，在福建沿海分设三

路参将守御，提出“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

民”。，他认为“不禁乡甲渡船则海道不可清”、

“不严海滨之保甲则海防不可复”，首先从割断

汉奸窝主与楼寇的联系着手，宣布“先之以不追

既往，继之以赏罚利害。”通过查禁渡船，切断接

济楼寇的道路，通过严格保甲制度，搜捕勾结香

寇者，结果“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

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府县各官，交口称

便。虽知县林松先慢其令，亦称今日躬行，大有

所得。”。其次，整治旧装备，扩充新装备，增强

了战斗力。许多已废弃的原设的舰船被缮修完

好，一些被查禁的违式大船或由收买，或经征用

而改为军事舰只。再者，募乡兵，征民船，官府

支付一定钱财收编民船户，使他们受官方节制，

平时分成三班，一班值勤出海巡逻，二班寓兵于

农，寓兵于渔，既调动了民户的积极性，又极大

地增强了官方海防的能力。但由于朱执的所作

所为不仅再次断绝了万千海民的生路，也伤害

了闽浙一些豪绅地主的利益。他们伪词上书，

弹幼朱执，致使朱执愤然自杀。“自是海禁复

弛，乱益滋甚，迄无宁岁。”。“海禁重开，奸商、

土豪勾结侨寇，以致为奸日盛，官司莫敢禁。”。

一度增强的官方海防迅速废弃和败坏。

    官府丧失了对海上势力的节制，一方面源

于中外通商的客观形势，另一方面也因于明官

方海防力量的日益衰颓。正统十四年(1449)土

木堡之战失败后，海疆藩篱也日益削弱，一些卫

所的土地被豪强兼并，粮炯、武备不能及时供

给，“沿海卫所官旗，多克减军粮人己，以致军士

艰难，或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一再遭到

盘剥、虐待的军士为求生计相率逃亡，驻守的兵

员逐年减少，卫所制度濒于崩溃。至嘉靖年间，

首辅严篙贪蠢不已，边炯大量流人其囊中。正

统年间，福建原设于岛上的水寨纷纷内迁，先是

正统九年(1444)侍郎焦宏以烽火门“风涛汹涌，

泊舟不便”为由，将烽火门水寨迁至一都松山;

接着是景泰三年(1452)侍郎薛希琏以语屿其地

孤远，上奏内迁，于嘉靖初迁人厦门，南日水寨

也以同样原因于成化末迁入吉了。至此，福建



海疆的第一道防线未战自撤，海疆防御陷人被

动。《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云:“烽火、南

日、语屿三寨内迁，失去外险，议者以为尽失其

藩篱。虽亦有小堤、铜山两寨之增设，⋯⋯而奸

商酿乱，勾结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

旧语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舶所据。番舶

北向以南日为寄泊之地。番舶南来，以捂屿为

巢穴。而官井、沙煌、罗江、古镇、浮罗、九湾等

处，更因失去其中心烽火寨，而均成为孤悬之绝

地，浸淫至于嘉靖二十七年以后，祸乃大发。论

者谓东南之楼祸，由闽兆之也。”嘉靖间，“浙闽

海防久惰，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弓兵

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沿海战船皆敝

败，十存一二，急则募渔船，兵非素练，船非专

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水军几形同虚

设。卫所司寨将弃大多属于世袭，不习武艺，不

懂兵法，亦不会带兵打仗，战斗力特差。恰逢此

时，日本侨寇崛起，..香之来在海，或仗我中国人

为舶主，彼登陆又仗我中国人为地主。盖楼以

剿劫我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人则往往以得主

楼为利，浙直皆然，闽为甚，闽之泉漳尤甚。”。

“今之海寇，动以数万，皆托言楼奴，而其实出于

日本者不下数千⋯⋯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

半。”。内外勾结更为惨烈，其表现为:第一，勾

结楼寇者多为“著姓宦族”，如泉州的吕尚四、谢

受夫，漳郡的洪迪珍、吴平、沈门，还有诏安梅岭

的“林、田、傅三大姓一千余家”都从事走私，“历

年官府竟莫之奈何”。第二，通楼、附楼成为普

遍现象。《筹海图编》卷十二《散贼党》中说:“海

寇之聚，其初未必同情，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

于为寇者，有凭借门户，因势而利用寇者;有货

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

放于寇者;有庸赁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

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

牵于寇者;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而尤

其军兴之后，需索征敛，长吏贪蠢，猾青倍克，官

军淫掠，民不聊生，故多人伙挺险。”。“造海船

莺船兵船之大户，动费亿万，而多弃于烈焰，起

盖营滇港钉桥之工，动作经岁，而多毁于贼手。

征海防丁田乡兵之杂税，动及疲民，而多冒于巨

奸，定乘米夫马支应之诸差，动累赔偿而多困于

妄报。遭贼残破之余，又苦繁役之扰。民则困

于有司之征派。军则苦于债帅之诛求，妻擎冻

馁，不能聊生，辗转死亡，莫为较恤。”于是“结为

死党，牢不可破。,'"is粮漏师，肆无忌惮”，“忍弃

故乡，蟠从异类”，“宁负中国，不肯负'11111楼奴

籍华人为耳目，华人籍楼奴为爪牙，彼此依附，

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龙溪二十

四都并海沧、石美、岛礁等处士民俱反”，“贼未

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他们为楼寇提供接

济，“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

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人。”。曾一度主持闽

浙海防军务的赵文华在《条陈海防疏》中说:“福

地素通番船，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

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有海沧、月

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各地海澳僻

远，贼之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第

二，长期活跃于海上的奸商如徽州欺县人汪直、

徐海、潮州饶人许栋、张琏，宁波人毛海峰、徐元

亮;闽人陈思盼、李七等是助楼为虐的重要力

量，他们“出没诸番”，四处剿掠，于是“片板不许

下海，朦膛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

女玉帛，恒满载而去。”。“龙溪篙屿等地地险民

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

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甚

至“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人，阴相窝藏，

展转贸易。”①形成能与明朝官兵相对抗的武装

走私集团。明政府的官方海防遭遇到严峻的挑

战，尽管隆庆、万历乃至天启时官方都曾增加海

防设施，如隆庆四年(1570)增设语铜游，各设把

总1人，兵536人，驻中左所;另有卫所贴驾军

300人，哨兵船20只。遇汛分兵二哨，一驻旧

语屿，一驻大担屿与捂屿兵合守。万历三十一

年(1603)，沈有容将语屿水寨迁至晋江石湖澳，

其分部驻扎于媚洲。其会哨地，北与南日水寨

会于平海卫前，南与铜山水寨会于料罗之担屿，

原额兵船32只，后增至48只，由卫所配给的驾

驭兵船水兵580只。天启元年(1621)，设泉州

游击1人，统辖捂屿寨军、捂铜游营，以防备“红

夷”。嘉靖时还曾调用过湖南的浪兵等。但终

                                                  31



究因力量弱小而无法很好发挥作用。

    在为敌者中，也包括一些朝廷命官、巡海武

弃。他们参与走私，私贩外洋，“阳托捕盗之名，

而阴资煮海之利，奸弊相通，禁防尽废。”。“沿

海大姓皆利番舶，勾连主藏，贵家尤盛。凡夷船

至争致其家，虚值转餐其货，牟利润己。”。朱执

所采取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势必侵及

他们的利益，也势必遭到他们的弹劫。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万历年

间，开洋市于漳州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

有余两，以充闽中军晌。至于末年，海上久安，

武备废弛，遂致盗贼劫掠，兼以红毛番时有猖

撅，夺取货船，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

然语云，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

以饥懂荐臻，穷民往往人海为盗，啸聚亡命，海

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

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近虽郑

芝龙就抚之后，屡立战功，保护地方，海上颇为

宁静。而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

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有不甚耳。海滨之

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I-脱之

地，日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红毛据之以为窟

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

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持货私至鸡笼、淡水之间

地，与奸民阑出者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

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

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

此皆臣向之大可优者。”。这是顾炎武全面回顾

明代海禁政策时而引用的傅元初的一段话，在

嘉靖楼寇平定之前，不仅有楼寇，还有沿海的附

V、通楼者，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的商

人，他们相互交易，贸易进行得有声有色，禁海

无法阻绝他们的贸易活动，以走私形式的方式

进行贸易活动，不仅加重了明朝官方海防的负

担，而且使不法将官和奸商从中获得了厚利。

    鉴于这种情况，明代后期曾部分开放海禁，

贸易税收可以充实军晌，也可恢复沿海人民的

正常生活。当然，开放海禁与严行海禁一样，都

可能面临各自的问题，开放海禁也不意味着取

消海防，海防的健全应该成为正常贸易活动的

      32

有力保障。

三、明代中后期官民海防力且

融合与东南海疆的相对平静

    “客兵”是由戚继光从浙江带人福建的，明

王朝针对卫所制衰颓而采取了新的召集兵源的

办法— 募兵制，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卫所制的

一种否定，也包含了利用民间力量的努力。但

对福建而言，从浙江募兵过来，本身就体现了对

福建当地土著的不信任，而且“客兵”不熟悉福

建地方形势，有时“客兵”还会犯过去卫所官兵

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如劫掠当地百姓，强占地方

有限资源，与当地百姓结怨等。嘉靖四十三年

(1563)巡抚福建的谭纶率戚继光、俞大a等平

定境内楼寇后，上守御事宜，奏请在各县补充训

练民壮，谓行之三年，八闽可转弱为强，客兵可

罢。朝廷予以批准。尽管如此，隆庆四年

(1570)、万历二十年(1592)间仍各从浙江募兵

一营人闽，所募之兵分称为旧营和新营。旧营

分兵二哨，一哨守料罗(当时属于同安管辖)，一

哨守安海;新营亦分兵二哨，一哨守崇武，一哨

守府城。平心而论，客兵如“戚家军”者，英勇善

战，对福建海防确实多所贡献。

    但本地民壮往往更适合于本地海防，“况土

民鱼盐为生，惯于风涛，尤甚水战，飞石放标，乃

其长技。近年屡与贼斗，贼亦畏之。若以弓兵

工食就彼招募土民，籍之于官，且耕且守，禁其

克削，作其锐气，即胜兵千余，不召而集，恐客兵

不及也。”@嘉靖三十八年(1559)上任的同安县

令谭维鼎就发动全县土民结社立寨，坚壁清野，

训练乡兵，使之守望相助，加强了防卫。嘉靖四

十年(1561)就抵御住了楼寇来势凶猛的进犯。

    原来是因为“内外勾结”使明政府失去了对

沿海土著的信任，实际上，勾结俊寇的只是沿海

居民中的极小部分，他们往往是一些势家大族，

而且其中可能还包含着家族间利益争斗的原

因气 沿海居民中的大部分憎恨楼寇，他们筑

堡自卫，或组织起乡兵，成为明代沿海防御的坚

强防线。如嘉靖三十四年(1565)三月，楼寇三

百余企图内犯兴化，参将黎鹏举发炮攻击的同



时，发动商船、渔船百余艘邀击敌船，我船乘风

潮之利，冲击敌人，一举沉楼船3只，斩敌百余，

生擒87人，沉海溺死无算。期后数年，军民互

援，几次重创敌寇。乡绅林兆捐资护城，倡导乡

民送酒、钱、米搞赏守军。。嘉靖三十五年冬，福

宁州“沿海番区，竟起而兴城堡者，无虑二十

处。”。嘉靖三十七年，同安后浦“练乡兵自卫，

旬月之间筑堡百三座，结社百六十。”。嘉靖三

十八年(1559)四月初七日，..,*寇万余突至长

泰，知县萧廷宣以身杂士卒中，日夜巡城奖励。

邑贵人巨室，皆日具酒肴以飨守啤者，民无勇怯

皆效力，孺童少妇，皆运石击贼。”全城军民同心

协力，用刀、箭、滚木、巨石、鸟铣、烧熔铁汁打退

了楼敌的连续进攻，敌围城6天不能得逞，只得

拔营远遁。该县善化里高安乡(今仿洋乔美)

“团练丁壮千余人自守”，楼寇屡攻不下，还派员

支援县城和邻近乡镇抗楼，“斩获甚多”，以至楼

寇“遥望高安赤帜，不战而遁”。对于高安乡人

民的英勇行为，《长泰县志》云:“自'k奴得志于

内地也，当事者召集客兵蚁聚蚕食，见贼奔溃，

且NJ掠为患，独高安乡兵，团结自守，不烦馈响;

所至辄破敌，屹然为全漳保障，⋯⋯以见招募官

健之不如土著也。，’@嘉靖三十九年(1560)四
月，海贼谢万贯率船12艘引楼酋阿士机等自语

屿陷语州(今金门)，同安知县谭维鼎率乡兵渡

海救援，后浦乡兵亦载火器渡海赴援。乡兵连

战皆胜并擒阿士机、尼安哒等贼酋，余贼逃烈屿

(小金门)气 在漳浦，为抵御楼寇，“埔尾洋下

诸堡遂鸡族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

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

授甲，云合响应，今日而被一酋，明日而戮一魁。

大溪掩饶贼之群，壕仔林捣道寇之窟，云头铺杀

贼如麻，甲州汐视死如归;自是兵气愈扬，人信

弥奋。每一夫持挺而驱，贼望见之，以为神兵从

天而下，所当皆靡，所至无前。虽ffi寇数千，

⋯⋯亦且卑辞请命，假道乞过，既假之道，尚不

敢前，别寻间道，逾岭以去。”。

    正因为土著乡民在海防中的这些优势，俞

大酞也特别注意调用他们。嘉靖四十二年

(1563)冬，新楼陆续汇聚广东惠潮间，加之原有

的楼寇、海贼达3万余众。他们相为椅角，久横

界中，毁村破堡，迄无宁日。次年春，俞大酞挥

军人粤，整军备，歼流楼，威名远扬。七月，俞家

军回闽募兵。上杭陈绍禄等数百人应募，决心

为保家抗楼出力。八月，惠州矿徒武装万余名

在其首领伍端的带领下，参加明军“杀楼自效”。

俞大酞精选伍端的队伍，得精锐2000人，接着，

其他各支民间力量也纷纷加人俞军，进一步壮

大了其队伍的力量。官民力量的相互结合是平

定'k寇的重要保证。

    楼寇、海盗平息后，地方官员提出在漳州月

港设县的奏议，得到朝廷允准。嘉靖四十四年

(1565)，筹建县治，“割龙溪一都至九都及二十

八都之五图，并漳浦二十三都之九图，凑立一

县”。。隆庆元年(1567)海澄县正式建立。同

年，明廷允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在月港开放海

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原于嘉靖四十二年

设在月港的海防馆改成了督响馆，华船出海盘

验、丈量、交纳水响、回港交进口税(陆炯)都在

此进行。另外在厦门设分支机构，具体查验出

洋商船。万历四十五年(1617)在圭屿设立公

馆，无论出船、回船都必须经过这里盘验，按章

纳税。。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许多被视为“盗”的

沿海民户变成了官方的纳税户，增强了国库的

财力，而郑成功海上集团接受招安，则更增强了

海上抵御外侵的力量。尽管明王朝政治倾颓，

但明后期东南海上仍相对平静。

    总体上说，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以来

纷乱的战争状态，应该说是很得人心的。朱元

璋的反对力量已遁至浙江海上的小岛上，力量

并不大。明政府在防御这些力量时主要着眼点

在于防止“内外勾结”，假定内为良，外为寇，通

过加强卫所、烽垠、寨堡、墩台等的建设，最大限

度地孤立了敌人，因而敌的力量不足对明初海

疆构成威胁。因为明初自然经济色彩浓厚，对

外交易的要求不甚强烈，尽管闽浙人过去就有

“通番”的传统，但这一时期该传统却因为生产

方式的变化而堰息。

    到永乐时，官方则不惜血本组织庞大的船

队，以牺牲中外的商业贸易作为代价，同时亦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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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明初积累起来的综合国力。正统以后政治

上的衰颓养成了官僚队伍中的贪蠢、读职之风，

王朝的利益被忽视，他们惟致力于中饱私囊。

卫所中的将弃成为卫所军卒的剥削者，沿海生

民也因生计无着而转为政府的对立面，如因海

禁政策扩大化使“沿海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

懂荐臻，穷民往往人海为盗，啸聚亡命。”。“海

盗屡出为患”。，恰遇嘉靖时期楼寇的兴起，敌

我力量对比急剧倾斜。朱执的失败显示了“我”

之力量的弱小，戚继光、俞大酞等的人闽虽一定

程度上扩大了“我”的力量，却很快这支力量中

的一部分就变成了当地居民憎恶的对象。政府

没有巩固好“我”的阵营，却进一步强化了“敌”

的力量。应该说:“化敌为友”，最大限度地争取

大多数才是消灭海患的关键。明朝部分时期在

健全海防的基础上开放海禁，允许正当贸易，不

仅扩大了“我”的阵营，而且部分解决了国家财

政的困难，使民间海防力量为我所用，分化瓦解

敌人阵营，都是“盗转为商”或“盗转为民”的重

要条件。明朝后期，民间海防力量逐渐为官方

利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政策目

标，达到了灭祸息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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